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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性善恶与中西社会文化之异合 

肖群忠  2011-3-23 

 
本文摘自《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05期作者：肖群忠原题为：人性善恶与中西社会文化之异合 

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以其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和社会认同作为其基础和起点的。中西方人论之差异是导致中西社会文化不同
的根本原因、最终根据，揭示这种差异，存异求同，坚持多元并存、中西互补与整合，这对建设21世纪的中国文化将是有
益的。 

一 

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的创造，因此各种文化必须首先回答“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对人性问题可以是一种存
在论、认识论的立场，也可以是一种价值论、信仰论的立场。在前一种意义上，中西方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见解，先存而
不论，从后一立场与视角来看，中、西方人论的根本差异则表现为中国文化坚信人性是善的，而西方文化则抱持人性恶基
本信念。当然，这种价值论、信仰论均是以其存在论、认识论为前提的。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在人性问题上只说了“性相近，习相远”这种属存在论、认识论的微言大义，以后在人性问题的辩
论中，虽然提出了各种见解，如荀子也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但这种观点被看作中国文化的异端，韩愈《原道》不提
荀子，不列其入道统，宋明理学不承认荀子，正统的儒学认为荀子是离经叛道，是异端。而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正统地位的
人性论思想则是亚圣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是从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来探讨人性问题的。他认为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道德属性，即仁义礼智。而且认为这些均
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就具有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
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
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
上》）孟轲尽管主张人生来就具有先天的伦理道德观念，但并没有否认后天自我修养的必要性，而且在这里也同样对人性
表达了非常乐观的自信：“人皆可以成尧舜”，也即是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尧舜那样的道德上的圣人。人人遵仁循礼，社
会实行仁政，那么就可实现王道，实现大同世界。 

从学统上，孟子被尊为亚圣，而其人性本善思想则被士大夫文化和民众社会文化全面认同。董仲舒、王弼、郭象、韩愈、
李翱、二程、朱熹、王守仁，甚至佛性说，尽管他们在具体阐述或说法上各有差别，但就其思想实质而言，都是对人性善
理论的认同。在大众文化层面，《三字经》这一民间通俗文化的第一文本的首句教训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历代人们
追求并相信能实现“君子国”、“大同世界”，期盼明君与清官来拯救社会和自己，相信世上总是好人多。这些都是对人
性善理论的认同或者说是以该理论作为其价值信念基础的。甚至到了20世纪，连毛泽东还坚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种
理论虽然提升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但却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 

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人论思想则是人性恶理论。西方文化发源于犹太教或基督教，基督教的一个首要观念就是其原罪
说。上帝虽然是全智全能至善至美的，但人却是有原罪的，因而人性必然是恶的。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偷
食了智慧禁果时，他们就犯下了原罪。罪不是上帝所造的本性，罪恶是怎么来的呢？罪恶是一种美善的亏损。“世人都犯
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奥古斯丁给“罪”所下的定义是“对完美的歪曲”、“对善的歪曲、或使之受亏损，或善之
缺失”。为什么说这种罪是恶的？从世俗观念来看，就是人有物欲（偷食禁果）的追求和知性的追求（偷食的是智慧
果）。西方基督教的这种罪感文化认为人性是有局限性的，从而是有限的。这种罪感的局限性、有限性使西方人具有一种
反思和忏悔意识，使其文化对人的阴暗面有较好的督责机制。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则从世俗的角度全面肯定和阐发了人的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本性。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恶，而是
天然合理的。人的本性是什么？西方人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一种占主导地位、并且为为数众多思想家主张的观点是认为人
的本性在于趋乐避苦，自私自利。这里仅以霍布斯、爱尔维修、费尔巴哈为例加以说明，他们分别代表了17、18、19世纪
三个不同的时期和英、法、德三个不同的国度。霍布斯对人性的分析完全是以他的机械唯物论为根据的。他认为，人的一



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命的保持和延续，因而都是人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从人类活动的这种特征来看人性，他认为人的本性
都倾向于自我，都是利己的。对于人来说，无论是条件反射式的本能活动，还是深思熟虑的自主活动，都是为了趋乐避
苦，保存生命并采取一切手段去占有一切，这就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自然权利。 

与霍布斯不同，爱尔维修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论证人的本性在于趋乐避苦。他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肉体的感受
性，这种肉体的感受性在人身上表现为一种喜欢快乐、憎恶痛苦的感情，它们构成了支配人的行动的唯一准则。他把人能
够感受到肉体的快乐和痛苦，因而逃避后者、追求前者称为自爱，即爱自己。并认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
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自爱”是人的本性，是永恒的、普遍的。费尔巴哈是从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
出发论证人的本性在于趋乐避苦的。他认为人并非什么纯粹理性的主体，而是感性的物质的人。人作为人，首先是一个有
血有肉、要吃要喝的感性存在者，人的最内在的本质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望是人的本
质。既然人是一个感性存在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存在，为了满足感官的欲望，人就必然要追求自我保存，必然要汲
取一切有利于生命和享受的东西，逃避危害生命和引起痛苦的东西。因此，人的本性必然是利己的。而且近代西方思想家
均把这种利己本性看作是天然合理的，并没有把这种自爱、利己看作是罪恶。在霍布斯看来，人类的欲求及其他情感，本
身并不是罪恶，它们是无可非议的自然倾向。甚至英国伦理学家曼德威尔（B·Mandeville，1670—1733）在其著名的《蜜
蜂的寓言》一书中还提出并论证了“私恶即公利”的观点：只要人们正视现实，就不得不承认，正是传统称之为邪恶的东
西——个人追求自己快乐和幸福的活动，创造了社会的公利——国家的繁荣和富裕。 

总之，西方文化把人主要看作是欲望个体、利益个体，因而从本质上说，人与动物是相似或相近的。在追求个体利益的过
程中，人们必然发生利益的冲突——“人对人是狼”，因此，人性本恶，人性之中不具有主动为善的天性。 

二 

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设计不同或对人性的善恶看法不同形成了中西方社会文化的诸多差异，这表现为在社会人际
利益观上的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道义优先与功利优先；社会治理与调控方面的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民族文化心理上的
自尊自大与反思忏悔意识。 

对人性善恶的看法，本身是一种价值论或道德论的视角，中国文化认为人性是善的，主要是指人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
那么什么是仁呢？“仁者，人也”，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人的本质就在于其是社会角
色，而非自身之个体存在。“仁者爱人”，有道德即有人性的人必然要爱人而非爱己，要行忠恕之道，要遵仁循礼，要以
社会为本位。而在西方文化中，尽管人对上帝犯下了原罪，但在上帝面前，人人作为个体仍是生而平等的。人是万物的尺
度，我思故我在，自私自利天然合理，现代存在主义更是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社会角色中撤出来，他的存在才是真实
的。这一切都表达了个人本位的价值趋向。 

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非功利的人性表现，因此主张人性是其道德善的中国文化必然在其正统观念文化形态上坚持
道义论而贬抑功利论。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何必曰利，有仁义而已”（孟子），“正其谊
（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所谓“君子忧道不忧食”等等，均注重言“义”的“利他”而非言
“利”的“利己”。“利他”的行为因为重个人而成为逐“义”之举，“利己”的行为因为重个人而成为逐“利”之行。
重“利他”轻“利己”的传统观念导致的必然是“重义轻利”的思想。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从主导方面来说是反功利的。在
西方既然承认人的私欲、私心、私利都有天然的合理性，因而必然承认人的利益追求的正当性。西方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
不仅有清教伦理“俗世天职”观念的支持，而且在西方近现代得到所有主流思想文化的肯定和支持。霍布斯的利己主义，
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爱尔维修等的法国唯物主义，德国的费尔巴哈、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义，现代美
国的实用主义等等都是坚持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的，甚至认为获利与赚钱是人的责任或一种神圣的天职。韦伯认为资本主
义精神的特征在于把获得看作为一种职业、一种事业，并且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或事业有一种伦理义务，要求
他在事业上成功，人竟被赚钱的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 

正因为相信人性善，并把这种善看作是人的道德，因而在社会治理与调控方面必然坚持德治主义。认为人自身具有自我觉
悟、自我行善的可能性，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化与感化矫正，因而人的行为调节应当主要通过伦理的形式而非法律制裁的
形式实现。这是一种社会控制的理想图式。所谓德治主义我以为可从这样几个方面理解：一是认为伦理道德是政治的基础
和根本，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从政治理想的角度看主要是要建立一个以德化民的仁政王道社
会；从政治管理与调控所凭借的手段和方式来看，主要是依赖君主与官吏个人的道德品质与人格，正所谓教化是“以身训
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 

对民众的治理调控主要依赖道德教化而非法律约束并坚信“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因此德治的实质是人治。在人治社会里，最高统治者既是道德楷模（“圣人最宜作”），也是法律制订者
（“生法者，君也”），甚至就是法（“君即法”）。因此，中国少有法治主义传统，中国古代法律也被仅仅看作是
“刑”而非“法”。人治具有立法的主观性；司法的宗法等级性而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的灵活性、情理性；约束的
主体性即道德自觉约束与人体约束。法律以合情合理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灵活性。 

西方文化从其根源上看，基督教本身就有契约观念的传统，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生活与生产的流动性也决定了社会只有
依靠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意志才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与调节，因而内在地、必然地要求契约精神。以古希腊、罗马为
代表，西方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奴隶主贵族民主制，而民主制与法律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制必然以法制加以辅行与保证。
从这些意义上，可以说法治是西方社会的必然。 

在法治社会里，一切都受法律制约，一切都靠法律规范调节，一切都依法律维护。法律在西方政治生活、社会行为中居于
核心地位，并且有至上的权威。在这样的法治社会里，国家权力、政治统治是指法律而不是指个人。统治的实施是依据客
观化的法规而不是主观意志的专断。政治权力被纳入法律的控制之中。在执法上，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律为衡
量一切的准绳。总之，所谓法治主义，就是以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客观意志规范人的行为，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 

中西方这种德治与法治文化传统的差异，均渊源于各自文化对人性善恶的设计不同，可以说，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论构
成中国社会控制的最终根据，正如霍布斯、孟德斯鸠等人的性恶论构成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法律的根据一样。德治主义是一
种信善靠善的社会调控机制，而法治主义是一种知恶防恶机制。 



中国文化的人性善假设从民族文化精神和心理的角度看，固然提升了对民族文化的自尊自豪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
力，但是，也产生了“天朝心态”、“天下第一剑情结”的自大心理。如历史上的“华夷之辨”、近代史上的中国精神文
明第一，以为中国文化能包容一切，而视其他文化为隶属自己的，认为别的文化中的要素是自己文化自古就有的，这种心
理影响并阻碍了中国吸纳世界其他文化。个人的自我无限化，来自人人可成圣人的传统，主张满街都是圣人或人人具有佛
性之说，本意在讲众生平等，但却令很多人主观上以为自己境界很高，自认成圣人、大师、活佛，或具无限知识和品格
者。产生“天下第一剑情结”，不能容忍其他自认的天下第一剑，而互相排斥，于是中国有能耐的人都在互相诋毁，不能
团结成为一伟大力量，也不能有对话与欣赏，结果各自修行，一盘散沙。而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原罪意识，俗世的人生自私
自利、追求利益的本性认识，使西方文化多有一种“悔悟”反思意识，正视自我的罪过和人生有限性，知罪过才会悔悟，
有了悔悟才能洗净愚昧自大，才能加强防恶之督责，改革之追求。 

三 

上述社会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都适应和满足了该社会的需要，在一定历史时期推动了其社
会进步，但也有各自的历史缺陷和局限性。对此做谁优谁劣的简单整体评价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可比性的。重要的是
坚持多元并存、取长补短、中西整合、综合创新。笔者以为在建设和发展中国21世纪的文化时，必须坚持个人与社会的统
一，义利统一，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统一，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与文化反省革新意识的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对社会的义务与责任，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加强民族的亲和力。但这种观念又易忽视个人权利，
否定个人自由，把人束缚在等级隶属关系之中，影响了个性的解放、个人自主性的发挥。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
这有利于个人主体性的弘扬、个性的解放，有利于保持社会的活力，但其极端发展也使现代西方出现了诸多问题，使个人
都变成孤独离散的个体，丧失了普遍价值和理想，使社会关系松散，人际冲突增多，社会安全没有保障，社会失去稳定。
因此在建设当代中国文化时，一方面要吸取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某些合理因素，以补自己整体主义之不足，同时也不
能抛弃我们整体主义的某些优良传统，在“我们”的积极文化价值资源的基础上，建设富有现代色彩的“我”的文化，在
此基础上，努力实现“我们”和“我”的价值统一。 

在义利问题上，中国传统的道义论价值取向，固然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也许培养了为数不多的真诚信奉并实践此原
则的真君子，但是利益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客观存在，加之中国古代民众的生存条件本身又是很艰难的，尽
管正统与观念文化提倡的是道义论，但重视人伦日用，重视现实利益似乎却是民众实实在在的国民性。在道义论与整体主
义的主导文化观念的压迫下，人们的本能冲动、求利之心只有借他人之名、整体之形幻化出来，才能得到世人首肯，或者
说利益的谋得是以道德的名义进行的，道德是谋取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我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内在运行机制概括为“道
德功利主义”（参见拙文：“论道德功利主义——中国主导性传统伦理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1
期）。也就是说，在义利问题上，中国文化实际上体现出官方与民间、观念与实践的双重性。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变革
与社会政策的导向，西方功利论价值观念的有力影响，使中国人开始相信，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
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条件，也是个人幸福的根本途径。追求利益、追求金钱、追求利润不再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丑恶的
事，而被看作是正当的、合理的。人们已经完全从过去耻于谈钱，羞于谈钱中走了出来，开始了大胆地谈钱，拼命地赚
钱。正是由于在中国社会文化中，长期以来，人们追求利益的愿望不能得到正常满足，或者说受到正统社会文化观念的压
抑，因此在新时期这种原欲被充分调动起来，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义利观的失衡，功利冲动
的过分膨胀，导致了诸多社会文化弊端：精神、人文、道德的价值急剧失落，世俗化、金钱化、权力化成了社会文化的普
遍情形，这一切不仅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使社会文化出现一种畸形状态，不利于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与人的解
放。21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必须注意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原欲膨胀的无序状态，坚持义利并重，又富又
仁，“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现代文明是功利主义的产物，功利可以使人和社会生机勃勃，富于进取性，这是功利
主义大盛的现代文明赢得空前成就的动力所在。但当功利脱离健全的价值理性的指引和制约时，便会如脱缰野马，可能演
出种种暴戾的劣行。当下人们深以为忧的现代病，其症结往往在此。如果说，西方功利主义可以激发人的创造精神，增进
社会活力，却又导致唯利是图，甚至国相敌、人相食，故单凭功利主义可以发达于一时，却是短视的急功近利，无法实现
可持续发展；那么，将功利主义激发出来的创造精神置于道德的指引和规范下，达到“义与利和”，将人的两重性统一起
来，则有可能赢得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治理与调控上，德治主义与法制主义各有其得失短长，要坚持二者的互补与整合。德治主义，其最大弱点就是把政
治建立在对人性善的假设与期待上，而缺乏社会的监督机制，中国的好多事办不好，也许均源于此，如对官员腐败问题，
仅相信其道德自觉仍是软弱无力的，而必须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制约机制。当然德治主义的宗法等级性与现代法律精神
的平等性，执法的灵活性与现代法律的公度性、客观性是对立的。因此需要向西方法治主义学习普遍性、平等性、客观
性、公度性、有效性，努力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当代社会是以法治为主导的社会，但这并不是说靠法律就能解决所有问
题，因此在社会治理上，还需要借鉴中国德治主义的某些合理与可取之处，比如道德调节比较广泛而且有深度，它强调社
会控制的多样性与主体性，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可以把人们的行动控制在比较理想的层次上，强调法与情理
的一致性，这似乎更符合人性、人情和中国国情。社会生活的范围很广泛，法律不可能穷尽这一切，法律只能规范人们的
行为，而不能规范人的思想与情感，因此，对丰富多彩的社会来说，单一的法律控制是远远不行的，其直接的结果必然是
治标不治本，治身不治心，因此必须坚持二者的互补与整合。只有法教兼施，德力并行，实现他律与自律的统一，我们的
社会才有可能在公正与和谐中，健康、平稳地走向未来。 

在民族文化心理上，首先要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反对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也
不能抱持一种夜郎自大的心理，没有一种文化的反省革新意识，否则，这种文化就不可能有发展进步的动力，在这一点
上，我们应向西方文化学习和借鉴。21世纪，在经济上必然实现全球一体化，但在文化上必然是多元化，是和而不同。欧
洲中心论必将被抛弃，但也不会形成一个中国中心论。不要为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的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
世纪这一论断而沾沾自喜。既然世界是多元的，因此任何文化的中心主义都是不可能的。民族文化自信是必须的，但仍要
以谦和的心来面对全球的发展，强调中国是以和谐与沟通的心进入世界，任何民族文化，不管这个文化多么光明、灿烂，
你傲慢的话，这个文化就会变成狭隘的沙文主义，我们必须设法突破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尽量同情地了解其他文化的精
华，特别是和自己民族文化大异其趣的精神文明的基本价值，这样才能推动民族文化与社会的进步。我们经常说西方已经
没落了，但事实上它每次面临没落时都能发现而加以改正，就是因为它有一种很深刻的对人的有限性的自觉，还有人的罪
性自觉，所以有很深的对自我的反省和忏悔，从而有自我纠错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在建设21世纪的中国文化时，还必
须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坚持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反省革新意识的统一。 

 



中国儒教网版权所有 技术支持:华南互联 

您是第 位来访者  


